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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发展：
基本特征、演化阶段与提升进路

郭跃文 吴大磊

［摘　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枢纽经济已成为各地竞相培育发展的增长点和新动能。粤港澳大

湾区作为水陆空多式联运的交通网络要道，是我国现代物流体系、现代商贸体系建设的交通骨干地

区，也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链接“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枢纽经济在大湾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

色，其发展过程呈现实体基础夯实、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壮大、枢纽城市崛起和多类型枢纽融合四个

阶段。发展枢纽经济，有助于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动能，提升全球价值链控制力、强化“双循

环”战略支点、创新中国参与全球化模式。应立足推动实现由“物理枢纽”到“功能枢纽”再到“规

则枢纽”的跃迁，处理好集聚发展与辐射扩散的关系，在集聚资源要素基础上做好牵引带动、优势转

化；处理好传统枢纽与新型枢纽关系，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中聚力打造新优势；处理好硬枢纽和软枢

纽关系，在强化“硬软联通”中实现协同融合、互动并进；处理好对内辐射与对外架接关系，善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新空间，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的集聚、增值和扩散功

能，加快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区域信息枢纽、国际科创中心、高水平人才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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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枢纽经济是经济与交通运输融合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枢纽经济可强化区域资

源整合能力，促进各类资源与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推动技术市场整合与创新升级。2019年 9月，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强调，“要建设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枢纽、更完善的

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建设交通强国。”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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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

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2019年发布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依托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海港枢纽、航空枢纽和邮政快递核心

枢纽，建设一批全国性、区域性交通枢纽，推进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规划建设……大力发展枢纽

经济。”2021年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水平互联互

通，打造西江黄金水道，巩固提升港口群、机场群的国际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建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交通枢纽集群。”“发展交通运输平台经济、枢纽经济、通道经济、低空经济。”《“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航运和航空

资源配置，加强港澳与内地的交通联系，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运、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探索枢纽

土地综合开发等多样化支持政策”。由是观之，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大力发展枢纽经济，是今

后一段时期我国综合交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高铁、高速公路、机场、

港口建设项目的推进，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基本成型，区域间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带动更

多地区通过交通枢纽聚合资源要素。大力发展枢纽经济，为全面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打

造区域经济新增长点，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枢纽经济是一种通过创新生产要素聚集和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的新型经济组织形态，其基本发

展理念在于发挥各类枢纽集聚资源要素的功能，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为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规模经济发展创造新环境。①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枢纽的作用不再

仅限于物流集散地，而是逐渐演进为信息、资金与技术等多元要素集聚与扩散的平台。因此，枢

纽经济的概念应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枢纽经济是基于交通枢纽的物流和人流集聚的

经济模式，依托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产生集聚效应，促进物流、人流、信息流和

资金流的集聚与扩散；广义的枢纽经济不局限于交通的集散效应，更多是以要素的流动与融合为

特征，形成信息枢纽、金融枢纽以及创新枢纽等，通过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的集聚与扩散，

实现区域内外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因此，从广义上看，枢纽经济具有更显著的

智能化与高端化特征，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

链，通过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的互动与协同，促进产业高级化和多样化发展，推动地区经济

形态向高级化、复杂化方向演进。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战略地位。在地理区位上，粤港澳大湾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连接太平洋、印度

洋航运的重要枢纽，向西、向东和向南都可通达世界重要经济区。作为水陆空多式联运的交通网

络要道，粤港澳大湾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粤港澳大湾区拥有5
个万亿元级城市、9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②修建了媲美世界三大湾区的高速公路网和轨道交通网、

世界级的港口群和机场群，③各城际间的商品、生产要素高效流动，枢纽经济的集聚、增值和扩散

① 贺兴东、汪鸣：《枢纽经济发展趋势与实现路径》，《中国经济报告》2021年第5期。

② 5个万亿级城市：广州、深圳、香港、佛山、东莞；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一代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先

进材料、绿色石化、现代农业与食品、智能家电、软件与信息服务、汽车、新能源产业集群。

③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和“航线上的大湾区”成效显著，截至 2023年底，大湾区铁路运营

里程超 2700 公里，城市轨道运营里程 1373 公里，位居全国前列；粤港澳三地机场客运量累计超过 1.7 亿人次，旅

客吞吐量已超东京、纽约、旧金山等国际一流湾区。详见郭跃文、王廷惠、李宜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

（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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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充分发挥，用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在基础要素与

新型要素集聚发展的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交通枢纽群向多元枢纽、枢纽

城市群演进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示范意义。同时，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国际贸

易体系出现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枢纽经济，有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内大

循环中的枢纽地位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门户作用，在更宽领域、更广范围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提升中国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控制能力，有利于

强化国家经济安全屏障，优化区域经济格局，为“双循环”提供安全锚点，乃至于对创新中国参

与全球化的模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的基本特征

湾区靠湾而生、依港而兴，港口、交通物流、城市与湾区地理形态相结合孕育了独特的湾区

经济。港口经济、集聚经济和网络经济高度融合，是湾区经济的显著特征。①枢纽经济既是湾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湾区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演化的重要引擎。枢纽经济吸引和集聚高端生

产要素，并通过高效组织方式和服务能力，将要素辐射、配置到更广阔腹地，形成极化和辐射效

应；枢纽经济通过一体化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将多个枢纽节点和城市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呈现

出“面”的互联和协同效应。同时，枢纽经济向更高形态能级的跃迁，进一步增强了高端要素的

吸附力与辐射力，湾区经济的体制机制创新（如粤港澳的“软联通”）又进一步增强了枢纽经济

的极化与扩散的效率和范围。因此，两者在结构上呈现节点与网络、在发展上呈现共生与演进的

关系。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既有枢纽经济的一般性特征，又因地处湾区而在空间形态和经济

模式上具有独特性特征。

（一）湾区型枢纽经济的一般特征

其一，强集聚性。枢纽经济的一大优势是可以磁吸人、财、物和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通

过高度聚集各类资源和要素，充分发挥各种资源和枢纽设施的作用，激发经济发展动力；②针对湾

区型枢纽经济而言，得益于湾区内多个核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高度集成，区域内资源、要素、产

业等均达到高度集聚状态。这种集聚效应促进了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协同发展，使得湾

区成为吸引国内外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关键节点。例如，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广州的现代制造业

和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人才和资本聚集地，提升了大湾区的整

体经济水平，促进了区域内外的合作和互动，推动了湾区型枢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强溢出性。枢纽型经济通过城市持续向周边地区溢出商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

和服务等要素，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通过集聚形成特定产业组织形式，特别是具

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并深度整合、优化重组各类生产要素，使其沿周边地区扩张辐射。③湾区型枢

纽经济通过完善的交通网络、金融、信息和科技等要素的辐射，影响着周边乃至全球的经济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香港、广州和深圳等核心城市，推动了区域外部的经济互动和合作，形成了强

大的辐射能力。

其三，迭代周期性。枢纽经济的规模、能级与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即规模

① 马忠新、伍凤兰：《湾区经济表征及其开放机理》，《改革》2016年第9期。

② 储东涛：《在实践中深化对枢纽型经济的理论认知》，《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

③ 赵伟伟：《枢纽经济及其发展机制——以中国交通枢纽经济为例》，《人文地理》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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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能级越高，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就越强。①产业发展和能级提升会进一步促进枢纽经济规

模的扩大。枢纽能级的提升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又能吸引更多产业聚集，推动枢纽经济不断迭代升

级，实现规模递增。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枢纽经济的功能和角色也在持续演变。最

初，湾区主要依靠交通和物流枢纽支撑经济发展，随着科技、信息、金融等新兴产业的崛起，湾

区型枢纽经济逐渐向技术创新和服务业集聚转型，其枢纽功能亦在不断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这种

周期性迭代提升了湾区型枢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二）湾区型枢纽经济的独特特征

湾区型枢纽经济的独特性特征是由湾区经济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湾区经济超越了行政边界，

实现了区域间的深度融合发展，是一种开放型、创新型的经济模式。②在空间发展上，湾区经济表

现出高度的区域一体化，通过交通网络和港口的集聚效应，形成紧密相连的城市群，③呈现出联系

网络高度发达、要素高度集聚、资源高效配置、经济高度开放等特征，④具体而言：

第一，地理条件独特性。依托于湾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湾区型枢纽经济具有更加便捷的海上

交通网络。得益于深水港口的存在，湾区作为航运枢纽，能够更加顺畅地连接全球航运网络，是

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一是具有更加完善的开放经济形态。便捷的海上交通网络能够快速、高效

地引入外部资源，促进湾区内产业、资本和人才流动，形成开放型经济结构。二是具有更加优越

的地理环境吸引力。湾区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宜人，丰富的资源禀赋和优良的城市环境使其成为

国际资本、跨国公司、高级人才和科创高端要素的重要汇聚区，进一步推动了创新与高端产业的

快速发展。综观国际主要湾区，均是依托地理位置的独特优势，构建了以贸易、金融和科技为核

心的区域经济生态体系。在这种空间结构的支撑下，湾区型枢纽经济实现了高度开放与资源集聚

的统一。

第二，国际经济融合性。湾区型枢纽经济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通过贸易网络、跨国公司

和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湾区经济在港口物流、金融服务和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具

有核心地位，赋予湾区型枢纽经济独特的国际经济融合性特征。国际化的港口集群是湾区型枢纽

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与内陆型枢纽经济相比，湾区型枢纽经济在国际经济的开放性和融合性方

面具有天然优势。此外，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在湾区设立总部或研发中心，不仅加强了湾区经济

的全球影响力，还为吸引外资、技术和高端人才提供了坚实基础。例如，纽约湾区是典型的国际

移民之都和多元文化大熔炉，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地区，从事计算机与数学、金融服务业、建筑与

工程的高端人才，超过一半出生于外国；东京湾区是日本高素质人才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亚太

地区人员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⑤粤港澳大湾区依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通过自由港

和离岸金融服务实现与全球经济的深度对接。同时，湾区型枢纽经济内部通常具备多元化的文化

环境和强大的开放精神，拥有国际化合作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障，易于形成开放、包容且极具竞

争力的经济生态。

① 王媛：《枢纽经济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难题与路径》，《中国发展观察》2024年第10期。

② 毛艳华、荣健欣：《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与协同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第4期。

③ 张昱、眭文娟、谌俊坤：《世界典型湾区的经济表征与发展模式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8年第10期。

④ 许勤：《加快发展湾区经济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人民论坛》2015年第6期。

⑤ 王京生：《世界四大湾区人才流动比较分析及启示》，《特区实践与理论》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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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市群协同多中心性。湾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往往各具价值与功能优势，能通过城市

之间的功能互补与产业分工合作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城市群的多中心性有助于强化和放大枢纽

型经济的集聚和倍增效应。例如，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中，香港以金融和航运见长，深圳

在科技创新方面颇具全球竞争力，广州则作为区域商贸中心提供物流和制造业的支持。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制造业、金融业和教育业的集聚融合加速了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再例如，旧金山

湾区中，旧金山是金融中心与全球商业枢纽，硅谷则以科技创新著称，两者通过高度的产业分工

合作形成了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多中心模式还使资源在区域内分布更加均衡，如纽约湾区中，曼

哈顿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周边的新泽西和布鲁克林通过高效的交通和信息网络为区域提供了制造

业和技术创新等支撑功能。这种协同合作不仅疏解了曼哈顿的过度载荷，还通过高效的交通和信

息网络实现了资源要素的快捷流动。

第四，高端服务业领先性。世界级湾区往往在产业结构方面更偏向高端服务业和知识技术密

集型产业。金融服务、专业咨询、研发设计和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是湾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源。例如，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核心，不仅在资本市场和风险管理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还通过服务区域内的高科技企业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湾区型枢纽经济能实现枢

纽偏好型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有效融合，①形成新兴增长点和动力源。

第五，技术创新引领性。作为创新驱动型经济的代表，湾区依托高度集中的研发资源和成熟

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技术创新的快速迭代和应用转化。将人才高度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点集聚城市可有效提升整体创新产出。②旧金山湾区凭借硅谷的全球科技创新优势，引领了互

联网、人工智能及半导体等高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和全球顶尖人才。东京

湾区在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洛杉矶湾区

则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了全球娱乐产业的技术革新。粤港澳大湾区则依托横琴、

前海、南沙、河套四个重大战略合作平台，打造全球科技产业链的重要节点，强化枢纽经济的技

术创新驱动作用，促进枢纽经济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的互动与协同，推动枢纽经济向高级化、

复杂化方向演进。

湾区型枢纽经济的独特性，决定了其与内陆型枢纽经济在地理特征、主导产业、国际化程度、

城市格局、创新生态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展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表1）。
表1 内陆型枢纽经济和湾区型枢纽经济对比

维度

地理特征

主导产业

国际化程度

城市格局

创新生态

政策支持

内陆型枢纽经济

多为内陆枢纽，依靠陆空交通网络

传统制造业与物流业

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多服务于国内市场

单一核心城市主导

创新生态相对薄弱，依赖外部技术

偏重于区域交通与物流设施的建设，政策导向“向内整合”

湾区型枢纽经济

依托沿海区域、港口和航空优势，连接全球经济

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经济

国际化程度高，深度融入全球化经济

多中心、城市群协同发展

高度创新驱动，形成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

更多外向型、跨区域协调政策，注重“向外突破”

① 枢纽偏好型产业是指对枢纽功能依赖度高、在区位选择上高度倾向于布局在各类经济枢纽 （如交通枢纽、

信息枢纽、金融枢纽、创新枢纽等） 及其直接辐射范围内的特定产业。

② 余振、李锦坡、蒋盛君：《高端人才空间集聚与后发国家创新发展——来自中国个体专利数据的证据》，《经

济研究》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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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型枢纽经济依托沿海区域的地理优势，通过港口和航运实现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连接，而

内陆型枢纽经济则多依赖内陆交通网络，服务于国内市场。在主导产业上，湾区型枢纽经济以高

新技术产业和服务经济为核心，而内陆型枢纽经济则更倾向于传统制造业和物流业。在国际化程

度方面，湾区型枢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具有更深的全球经济融入能力，而内陆型枢纽经

济则主要集中于区域内部的经济活动。在城市格局上，湾区型枢纽经济采用多中心城市群的协同

发展模式，通过多个功能性城市的分工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而内陆型枢纽经济往往以单一核心

城市为主导，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网络链接较为松散。在创新生态方面，湾区型枢纽经济高度

依赖科技驱动和知识经济，拥有完善的创新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而内陆型枢纽经济的创新能

力相对较弱，更依赖外部技术的引入。在政策支持方面，湾区型枢纽经济更多是获得外向型、跨

区域和协调型的政策支持，政策导向具有“向外突破”特征，政策的国际化程度更高；而内陆型

枢纽经济则更多依赖于面向区域交通与物流设施的单一型政策支持，政策更注重“向内整合”。这

些特性使湾区型枢纽经济在国际化背景下具有更强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发展的演化阶段

湾区经济与枢纽经济具有同根性和同源性，枢纽经济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先导

性、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一批客运枢纽、物流枢纽、港口枢纽、航空枢纽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

成为了资源要素的集聚地和配置中心，助推大湾区经济迅速实现腾飞。在“一国两制”的独特背

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充分挖掘并持续拓展自身比较优势，逐步成为对内经济辐射、对外开放联通

的重要枢纽。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三地人员来

往更加频密，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枢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实体基础夯实、

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壮大、枢纽城市崛起和多类型枢纽融合等四个演化阶段，日益成为建设世界

级湾区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初步形成阶段：枢纽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不断夯实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率先踏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跨越之路。1981年，借助毗邻

香港、澳门的地缘优势，珠三角率先引入港澳资金，修建了广珠公路四座大桥、江南大桥、广深

公路中堂大桥等项目，开启了“贷款修路（桥），收费还贷”的先河。这一创新举措不仅解决了当

时交通建设资金短缺的难题，更为全国交通建设投融资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例。同期，东莞

市高埗大桥动工，作为全国首座集资收费桥，其建成标志着一种新型交通建设融资方式的成功实

践。随后，该模式由广东走向全国，得到广泛推广，有力推动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式发

展的进程。1988年，广东集资建桥超过千座，被评为广东改革开放十件大事之一。②

20世纪90年代，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珠三角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1992
年，客运吞吐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的广州白云机场开启了规模宏大的五倍扩建工程，旨在提升机

场的运营能力与服务水平，以适应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需求。扩建后的白云机场在航线拓展、旅

客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等方面实现了显著增长，巩固了其在国内航空运输领域的枢纽地位。1994
① 郭跃文、刘佳宁：《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历史逻辑、时代价值与战略展

望》，《南方经济》2024年第6期。

② 《广东改革开放史》 课题组：《广东改革开放史 （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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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粤港合资建设的广深高速全线试通车，连通了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贯通了广东经

济发展的“大动脉”，成为全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的高速腾飞。1996
年，广东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700公里，约占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的 20%，标志着珠三角地区

初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络。港口建设方面，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港口设施，

广州港、深圳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和物流运输的关键枢纽。香

港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柜（即集装箱）港口，2000年香港集装箱吞吐量就达到1810 TEU，

位居全球港口首位。同时，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国际航空货运港，1999年香港机场货物吞吐量达

到201万吨，位居世界第二，是名副其实的全球重要航空货运枢纽。①

在此阶段，珠三角地区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高速公路、港口、航空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

得到快速发展（表2），形成了一批客运、货运、航运交通枢纽。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区域内的交通

运输条件，更成为资源要素流动的关键节点，推动物流、客流和人才的集聚、增值和扩散，为粤

港澳“前店后厂”式产业分工体系的高效运作提供了便捷的交通运输支撑。

表2 粤港澳地区交通综合枢纽的形成与发展②

类别

公路

铁路

航空

港口

指标名称

高等级公路里程 （万公里）

客运量 （万人）

铁路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铁路客运量 （万人）

民航航站架次 （万次）

民航机场客运量 （万人次）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1995年

0.04
119354
252.1
5455
17.7
4361
——

14381

2000年

0.12
99417
300.6
7090
23.6
5685

862.68
22933

2010年

0.48
442224
333.82
11674
58.56
12274

4360.14
97779

2023年

1.15
60923
370.84
36939
105.28
16055

7209.26
164200

（二）极化发展阶段：交通枢纽带动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发展并形成规模经济

随着交通枢纽功能的日益完善，粤港澳三地凭借优越的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吸引了依托海

运、空运与公路的物流、跨境电商、航空货运等大量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为枢纽经济注入了强

大的内生动力。③枢纽偏好型产业通过形成产业链集群，促进了产业上下游联动，进一步提升了枢

纽能级，带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

在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地进行大规模港口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升级的背景下，粤港澳地区物

流产业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2001 年，广东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20.1%；

2011年，广东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吸纳就业人数达61.8万人，位居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首

位。④深圳的盐田港自1994年开港后，迅速成为全球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其深水泊位和高效

的装卸设备吸引了众多国际航运公司和物流企业入驻，航线覆盖全球，成为中国大陆远洋集装箱

①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香港内地合作发展现代物流业》，《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② 数据来源：民航机场客运量为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机场客运量加总，数据来自相关年份 《中国民航局

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深圳统计年鉴》《澳门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民航集团年报；其他指标数据来自相关年

份 《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科技年鉴》。限于数据可得性，高等级公路里程、铁路货物周转量、铁路客运量、民航

航站架次为广东省数据，其他数据为珠三角数据。

③ 冉净斐、李国政：《理论、现实与进路：枢纽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经济体制改革》 2023 年

第5期。

④ 《广东改革开放史》课题组：《广东改革开放史 （1978～2018）》，第302—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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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轮密度最高的单体码头。同期，广深铁路陆续完成三线、四线改造。交通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

催生了一批国内知名的物流公司，如顺丰、四方以及华运等，这些物流企业依托完善的交通网络，

构建起了高效便捷的区域内外货物流通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循环。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粤港澳三地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贸易的程

度更加深入。广东毗邻香港，具有地缘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珠三角逐渐成长为以“三来一补”和“两头在外”为主要特色的加工基地，逐步成为世界制造基

地。深圳敏锐捕捉到国际跨境电商发展的趋势，凭借良好的制造基础和全球供应链优势，依托深

圳机场和盐田港的货运通道，大力发展跨境电商。①拓展海外市场，既将中国产品推向全球，又引

进国外的优质商品，促进了国际贸易繁荣。凭借发达的交通网络以及丰富的廉价人力资本，广东

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的企业在深圳、东莞、中山、广州、惠州、珠海等地投资设

厂，发展电子、纺织、家电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2003年《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的签署，对于粤港澳三

地合作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现代物流枢纽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该协议突破了粤港澳地区内

部长期存在的制度藩篱，有力促进了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工体系的重塑。珠三角地区

凭借日渐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与香港高度发达的高端服务业实现了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了各具特

色、优势互补的枢纽偏好型产业集群。如香港的金融、法律、会计等高端服务业为珠三角制造业

提供了专业的服务支持，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珠三角的制造业则为香港服务业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了香港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一阶段，交通枢纽所具有的强大集聚黏性使粤港澳地区成为国内外资源要素的重要集聚

地和配置中心。随着粤港澳三地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深化、综合交通枢纽能级的提升，大量生产

要素快速向该区域汇聚，促进枢纽偏好型产业快速发展，形成枢纽指向性、关联性强的产业集群

和区域增长极，通过极化与溢出效应链接枢纽和城市，促进城市与区域资源集聚和优化整合，提

升了该区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为枢纽经济的持续升级和拓展奠定了坚实的

产业基础。

（三）辐射扩散阶段：枢纽经济驱动枢纽城市形成与发展

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通常是一个动态的、不平衡的过程，通过将有限的资源集中

于具有发展潜力的枢纽区域，借助极化和扩散效应，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循环发展，从而推动

整个区域经济的高效增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粤港澳

三地迎来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枢纽经济的高效联动效

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产生了一系列“枢纽+”产业体系，广州、深圳等日益发展成为枢纽型

城市，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引擎。

广州积极整合区域内各类资源，不断强化自身综合枢纽功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

响力的门户型城市。例如，南沙新区作为广州枢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充分发挥自贸区政

策优势，出台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土地优惠等政策，吸引了大量高端物流、金融和航运企

业入驻，提升了南沙新区的产业层次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强化了广州在大湾区内的资源协调和产

业带动能力。与此同时，广州会展经济持续繁荣发展，以广交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展会经济在国际

① 深圳跨境电商的“坂田五虎”——莱斯科技、泽汇、宝视佳、公狼、智汇创想，“华南城四大天王”——

傲基、有棵树、通拓、赛维，大多发迹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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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极大提升了广州的国际贸易枢纽地位。

深圳凭借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突出优势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迅速崛起为全球知名的

科技创新型枢纽城市。以华为、中兴、大疆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崛起，不仅推动了深圳产业的转型

升级，还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输出，强化了深圳的全球创新枢纽地位。华为凭借在5G通信技术领

域的卓越研发成果，占据了全球通信市场关键地位；大疆凭借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技术，成为全

球无人机行业的领军企业。同时，在枢纽经济的带动下，深圳实现了港口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盐田港和前海分别成为重要的国际物流和金融服务中心。

香港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其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和

监管机制，吸引了全球众多金融机构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如2015年，香港金融业对GDP直接贡

献 16%，间接创造出 10万个职位，对本地GDP贡献达 6%。香港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行业也表现

出色，两者合计贡献了约 20%的GDP。此外，香港通过积极推行“枢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

式，进一步强化了其在高端服务领域的功能和优势，特别是在航运金融、法律服务和保险等领域，

对全球市场的辐射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在这一阶段，粤港澳三地借助空港、海港、陆港（包括普铁、公路、高铁、地铁等）以及通

讯、水利、电利等各类枢纽基础设施，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结合，衍生出多元化的“枢纽+”产

业体系。其中，“枢纽+先进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东莞等地，推动了电子信息、通信设备和

智能制造等产业高度集聚和快速发展。“枢纽+生产性服务业”则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区域，广州

南沙新区和深圳前海合作区吸引了大量物流、金融和供应链企业入驻，服务功能进一步得到优化

和提升。“枢纽+现代服务业”以香港为核心，充分依托香港国际化的服务能力，在航运金融和法

律服务等领域不断拓展辐射范围，提升国际影响力。“枢纽+生活性服务业”在澳门、香港以及珠

江口东岸的部分城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文旅产业、教育和高端医疗服务等领域发展迅速，

为区域居民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生活服务。“枢纽+现代农业”则依托珠三角地区发达的物流网络，

将农业生产与冷链运输有机结合，有效促进了区域内外农产品的流通和品牌化发展。2015年，广

东枢纽经济规模达到2662.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此后一直稳居全国首位。①

（四）高级衍生阶段：多类型枢纽融合发展释放经济倍增效应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实施，明确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

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其中包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制度型开放区域、打造高水平

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在国家战略指引下，粤港澳大湾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大湾区范围内高

铁网络高效贯通，大桥隧道纵横交织，机场港口布局密集，各城市间的商品、生产要素高效流动，

枢纽经济的集聚、增值和扩散功能充分发挥，枢纽经济进入高级衍生阶段。

在该阶段，大湾区拥有广州、深圳等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重要港口群，香港、广州、深圳

等城市的航空枢纽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加速构建，为大湾

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以珠三角九市为例，2019年完成的货邮吞吐量已达367.5万吨，同比

增长7.2%，自2012年起，其货邮吞吐量一直稳定位居全国城市群第2位。大湾区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超过8000万箱，居世界四大湾区之首。②此外，随着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等现代化交通枢纽

的陆续建成通车，大湾区内部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多核”枢纽城市格局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港

① 枢纽经济规模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表征，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物流年鉴》。

② 郭跃文、王廷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 （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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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澳大桥的建成，加强了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区域一体化；深中通道的建设

则进一步优化了大湾区的交通布局，提升了区域交通效率。这些交通设施的建成使资源要素在大

湾区内部更加顺畅地流动辐射、渗透和扩散，进一步拓展了枢纽经济的功能和范围，推动其进一

步迈向高级化和复杂化，催生了金融枢纽、信息枢纽、科创枢纽和人才枢纽等一系列新型枢纽。

金融枢纽。粤港澳三地持续推进金融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金融改革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

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服务大湾区居民、企业、人才的跨境金融产品实现多

项全国首创，初步形成覆盖股票、理财、债券、私募、ETF、保险等领域的“六个联通”。围绕互

设金融机构、设立合资银行、开放经营范围等一系列核心举措，积极推动三地市场互动与融合，

构建起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多种新型金融业态协同发展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是全球有影

响力的金融机构集聚地，成为国际和国内资本流动与市场化配置的枢纽。近年来，国家出台金融

支持大湾区及横琴、前海建设等重要政策文件，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股票“深港通”，并推出“互

换通”“债券通”“基金通”“跨境理财通”、跨境资金“电子围网”、跨境车险“等效先认”等系列

金融改革开放试点项目，架起一座座联通内外的“金融之桥”。自 2020年起，人民币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第一大结算货币，广东作为我国首个金融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的省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最高达30%，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成效显著。

信息枢纽。粤港澳大湾区信息通信网络、数据与算力设施、融合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

5G基站约占全国的 1/8，广深超级计算中心双核驱动，算力节点优化布局，智能计算资源形成集

群。①大湾区将数据生产要素纳入统计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广州海珠区、深圳南山区开展数

据要素统计核算试点。大湾区开展以数据产品为标的的交易行为，纵深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广

州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于2022年相继揭牌。截至2024年底，广州数据交易所注册会员超

过3100家，覆盖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交易笔数突破13000笔，交易额超52亿元；深圳数据交

易所累计交易规模突破150亿元，累计跨境交易规模超过2.5亿元，是国内跨境交易额最高的数据

交易所。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合作平台，广东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实

施“南数北上、北数南下”计划。在信息技术创新方面，腾讯、华为等科技巨头在数据存储和云

计算领域的投入，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多个大型数据中心集群相继建立，

为金融、电子商务、科研等众多行业提供强大的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湾

区内城市纷纷加快向智慧城市转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城市管

理效率和服务水平，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居民生活质量。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完善的信息网络和强大

的信息处理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区域信息枢纽。

科创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与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最强、新质

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围绕创新与开放，构建具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打造4个重大合作平台和13个特色合作平台，②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引领，着力集聚

① 郭跃文、王廷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 （2022）》，第53页。

② 4 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13个特色合作平台：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广州穗港智造

合作区、珠海西部生态新区、佛山南海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佛山顺德粤港

澳协同合作区、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东莞滨海湾新区、中山翠亨新区、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江门华人华侨文

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肇庆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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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新资源，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加强产业协同发展，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①随着综合交通

枢纽能级的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交通“走廊”串联起世界级产业“连

廊”。在珠江口两岸，形成了由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组成的产

业环带，集中了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汽车、

新能源等多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将广州、深圳两大创新中心与“世界工厂”

东莞连接，形成以珠江口东岸电子信息产业带为集聚区，向外辐射扩散的空间格局。广州都市圈

围绕先进装备制造、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四大领域，共培育 30个产业平台，

推动打造四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深圳都市圈以“深圳总部/深圳研发+周边地区制造生产”发展模

式逐渐形成产业链“廊道”，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业集群加速集聚成长。河套深

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支持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园区拓展，通过链接内地资源要素和人才，更好发

挥其原始创新优势，在制度创新、空间建设、产业发展、配套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正向

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

表3 粤港澳大湾区新型枢纽的形成与发展②

枢纽类别

金融枢纽

科创枢纽

信息枢纽

人才枢纽

指标名称

金融机构数量 （个）

金融年末从业人员 （人）

规模以上企业R&D人员 （万人）

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 （亿元）

发明专利授权数 （件）

固定宽带用户 （万户）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 （万户）

高级职称人数 （人）

博士后人数 （人）

2010年

9614
188919

34
669.13172

13691
——

9624.6
19031

560

2015年

10850
237771
49.34

1435.002
33477
2630.3

15009.7
16581
1297

2020年

10888
268065

85.7
2388.24
70695
3890

15536.9
35649
4215

2023年

10864
275903
96.68

3072.79
14314
4824

17047.2
64592
5768

人才枢纽。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流动和集聚网络正加速形成。近年来，随着粤港、粤澳人才

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人才协作深入推进，个税优惠、人才签注、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互认、

科研资金过境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大幅提升了大湾区人才跨境流动效率，以港澳优势引才、

广东产业优势用才留才的“湾区”人才流通网络正加快形成。2024年初，广东与香港、澳门签

署推进港澳、粤澳人才合作框架协议，“就业通”“人才通”“社保通”等政策相继实施；横琴、

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相继发布人才政策，实施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人才“优粤卡”

等政策，引进集聚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端专业人才。随着人才发展生态不

断优化，广东高级职称人数迅猛增长（表 3），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态势日益强劲，珠三角的

人才净流入占比从 2019年的 2.8% 提升到 2023年的 4.3%，7个城市进入中国最具人才竞争力 50
强城市榜单。③

① 向晓梅、郭跃文：《新质生产力简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83—192页。

② 数据来源：固定宽带用户数据来自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其他指标数据来自相关年份《广东统计年鉴》《广东

科技年鉴》。限于数据可得性，固定宽带用户、高级职称人数、博士后人数为广东全省数据，其他数据为珠三角数

据。因相关数据缺失，2023年规模以上企业R&D人员、规模以上企业R&D经费用2021年数据替代。

③ 郭跃文、王廷惠、李宜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 （2024）》，第109—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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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随着资本、技术、数据、信息等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依靠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构建的“枢纽空间”快速形成。枢纽经济形态呈现出高端化、

智能化、多样化、数字化、绿色化等特点。传统的交通枢纽在枢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正逐步转变，

而信息服务型、服务贸易型、知识转化型、金融型、信息网络型、科技创新型等新型枢纽经济形

态不断涌现，成为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

三、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发展的提升进路

世界级大湾区须以综合功能论输赢。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要实现由“物理枢纽”到“功能

枢纽”再到“规则枢纽”的跃迁，从而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化模式的空间重构、权力重构和价值重

构，必须推动枢纽经济与广东经济、湾区经济的发展相向而行、相互成就，在枢纽经济的支撑保

障下，广东实现了从农业大省到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蝶变，携手港澳在打造世界一流湾区上迈出

了坚实步伐。锚定“一点两地”战略定位，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枢纽经济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例

如，对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外溢效应不显，辐射带动效应较弱；金融枢纽、科创枢纽等新型枢纽

有待进一步壮大；基础研究水平仍不足，科技创新的综合生态还需进一步优化；高层次人才占比

低于其他三个世界级湾区，世界级人才高地建设任重道远；②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程度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枢纽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未来，需要在妥善处理集聚与

扩散、传统与现代、硬与软、内与外四大关系中塑造湾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一）处理好集聚发展与辐射扩散的关系，在集聚资源要素的基础上做好牵引带动、优势转化

促进枢纽与产业、枢纽与城市的融通互动，将“通道优势”“流量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是推动枢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要促进枢纽与产业、市场、城市互嵌，通过壮大枢纽“主动

脉”，畅通内部“微循环”，激活发展“潜能量”。一方面，锚定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湾区型枢纽

经济目标，继续拓展大湾区海陆空多元化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水平的海港、航空港、

铁路港和公路港紧密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立和完善一体化的通关通检和多式联运通关机

制，为枢纽产业联通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枢纽经济与环珠江口 100公里“黄金内湾”建

设协同发展，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创新，催生全新产业协作模

式，重塑区域经济格局，构建珠江口东西两岸均衡发展新范式。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

“互联网+”交通枢纽新模式；鼓励社会化平台建设，推进各类平台数据共享和协调联动，依托沿

海港口、航空港、铁路港和公路港等实体交通枢纽，推进线上线下融合联动，提升枢纽信息化智

能化运行能力。另一方面，利用枢纽营造的产业链供应链组织环境，以及网络辐射条件，做大做

强做优枢纽偏好型产业。充分利用大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综保区等平台载体和制度高

地，促进交通枢纽与贸易便利化平台形成协同效应。鉴于不同类型枢纽对产业的选择偏好性不同，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枢纽经济的表现形态也不同，应立足区域发展阶段性特征，结合枢纽类型和功

能属性，因地制宜构筑枢纽偏好型产业体系，增强枢纽偏好型产业的根植性，整合产业链上下游

资源，打造枢纽偏好型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枢纽经济赋能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产业链

核心环节和“链主”企业的合理布局，加快枢纽偏好型产业深度融入大湾区创新链价值链。充分

① “一点两地”定位，系指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粤港澳大湾区建成“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示范

地、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概称。

② 郭跃文、王廷惠、李宜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 （2024）》，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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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湾区型枢纽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带动效应，畅通创新要素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

制通道，破除区域要素流动壁垒、链接导入各类要素资源。

（二）处理好传统枢纽与新型枢纽的关系，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中聚力打造新优势

促进传统交通枢纽、物流枢纽与金融枢纽、科技枢纽等新型枢纽的互动发展、相互赋能，是

增创枢纽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以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优化枢纽配置体

系，持续提升传统交通枢纽、物流枢纽运行功能和能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

通和智慧物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

其行、物畅其流。①当前，交通枢纽仍然是链接各类资源要素的重要纽带，是枢纽经济发展的主要

载体，应加强以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的各种运输方式一体衔接，进一步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

智慧化水平，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优化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和布局，拓展交

通枢纽功能和包容性，高质量推进航空港、铁路港和公路港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区域的开发利

用。②另一方面，应抢占“网络高速路”上的重大技术节点，积极布局大科学装置等创新平台和载

体，培育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产业，加快促进交通枢纽型向信息服务型、知识转化型枢纽

的转变。数字技术可帮助创新主体提高中心度、成为创新的枢纽节点，大湾区应继续培育壮大金

融枢纽、科技枢纽、信息枢纽等新型枢纽设施、枢纽平台或枢纽区域，围绕这些枢纽谋划布局相

适宜的产业发展要素和配套公共服务，打造产业功能区、示范区和试验区，拓展多元化枢纽经济

的承载空间。进一步推进粤港澳三地金融规则和标准对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风险管理中心、

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和金融资源配置中心，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及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发展，建设国际科创枢纽。充分发挥辐射全国、联接世界的交易中心、快件分拨中心

及航空、铁路境内境外物流集疏中心和全球消费品集散中心的优势，围绕重点枢纽经济区推动各

类消费平台和设施建设，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推动以香港、广州、深圳等重大枢纽城市为核心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带动其他城市及都市圈消费升级。同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传统枢

纽与新型枢纽之间的融合互促，促进新型枢纽与传统枢纽互联互动，相互赋能，实现要素资源的

指数性增值和经济能量倍增。

（三）处理好“硬枢纽”和“软枢纽”的关系，在强化“硬软联通”中实现互促并进

建立健全与枢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是进一步增强枢纽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的重要

保障。一方面，继续做大做强枢纽设施规模能级，加强枢纽周边地区的配套建设，增强其对资源

要素汇聚和吸附的承载能力。将枢纽经济区建设成为大湾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发挥枢纽

流量、枢纽通道和数字信息技术等组合叠加的优势，促进枢纽经济区开发模式创新，高标准建设

绿色、现代、智慧的枢纽经济区。另一方面，加强枢纽经济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增强湾区型枢

纽经济发展的“软实力”。编制湾区范围内枢纽经济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大湾区各城市枢

纽经济发展的定位与发展路径，优化补充支持枢纽经济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加强枢纽经济发展

规划与产业、城市等规划的衔接，将枢纽经济发展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发展一体布局谋划，

① 习近平：《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5日，第2版。

② 安同良、闻锐：《以互联式创新网络枢纽节点为靶向的中国创新激励政策——基于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的

探讨》，《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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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湾区各城市枢纽经济与本地主导产业、优势产业融合发展。应围绕各类枢纽的开发建设，

谋划布局配套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撑体系，加快完善“政策+枢纽”制度有效供给，从用地保障、资

金支持、部门协作、开放合作等方面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以高水平的制度建设优化枢纽经

济发展环境。建立覆盖多部门、多行业、跨区域，有机衔接、权责清晰的湾区枢纽经济统筹协调

机制，建强建优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坚决

破除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加快建立制度和规则统一的

湾区统一大市场，持续提升大湾区规则机制“软联通”水平。

（四）处理好对内辐射与对外架接的关系，在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拓展发展新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性依然较高，既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内陆开放与沿海开

放综合优势，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又要优化内循环区域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在内循环网络中

处于核心和中心区位的作用，形成“网络拉力”。①粤港澳大湾区要从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交汇点”，逐渐转化为战略“支撑点”，统筹发挥枢纽经济对内辐射与对外架接的重要作用。一方

面，推动湾区枢纽经济全面提质升级，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对接，实现协同联动，

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助力构建“陆海统筹、南北互济”的全面

开放格局。另一方面，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一流水平经营枢纽，加快提升枢纽平台与世界

的通达性，加快融入全球枢纽经济体系；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以共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发挥互补优势，创新与国际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发展新模

式；用好RCEP红利，进一步畅通粤港澳大湾区与RCEP区域之间的物流商流联通效率和便利化水

平，开拓RCEP区域市场。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区域“超级联系人”角色，利用香港自由开放的金

融体系，促进湾区资金流动，借助香港作为国际船舶融资中心地位，为大湾区港口群提供高端优

质的航运服务。充分发挥澳门“精准联系人”作用，因地制宜发挥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充

分发挥其在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当好中国与葡语国家深度合作的“促成

者”。积极对接国际经贸合作新规则，在商事登记、贸易监管、金融开放等领域进行制度改革与创

新，促进重点领域实现由“规则跟随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出

海”，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境外产业园区，加强与毗邻的东盟等地区合作，打造一批沿边跨境“两国

双园”平台。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

链，引导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海外技术并购、跨国技术

转移，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建设全球顶级科创湾区。

［责任编辑 刘丰硕 陈世栋］

① 李敬、刘洋：《中国国民经济循环：结构与区域网络关系透视》，《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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